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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性惩罚的动机* 

陈思静  杨莎莎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23) 

摘  要  社会规范的维系离不开对违规者实施的利他性惩罚, 然而, 从个体心理层面来看, 利他性惩罚的动

机却并不是全然利他的。除了积极维护公平原则以外, 追求良好声誉、规避潜在损失或消除负性情绪也在不

同程度上驱动了利他性惩罚。此外, 对惩罚成本数量和成本形式的敏感也表明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的策略性动

机在驱动利他性惩罚中占据一席之地。进一步探索在利他性惩罚实施过程中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未来

的重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  利他性惩罚, 惩罚动机, 公平原则, 声誉, 惩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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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Thaler (1988)最早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注意到

被试在遭受不公平对待时, 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来惩罚违反了公平规范的分配者。Fehr 和 Gächter 
(2002)进一步发现 , 类似现象也会发生在第三方

身上, 即利益未受直接影响的第三方同样愿意付

出成本去惩罚违规者。上述两种惩罚行为具有若

干共同特征：1)给违规者造成了损失; 2)惩罚者需

付出一定成本; 3)惩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

相应的社会规范(李佳 等, 2012)。因此, 目前学者

通常使用利他性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这一术

语来指称上述两类惩罚 (谢东杰 , 苏彦捷 , 2019; 
Rodrigues et al., 2020)。 

研究者在使用利他性惩罚这一术语时 , “利
他”一词的含义多是基于对惩罚结果的考量 , 即
惩罚者通过牺牲自身利益维护了社会规范(Enge 
et al., 2017; Fehr & Gächter, 2002)。这种思路通常

从远因角度(ultimate perspective)来理解利他性惩

罚的演化机制, 即利他性惩罚的演化背景、选择

优势及其结果, 来自生物学、经济学或博弈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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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 , 
正如 Henriques (2008)指出,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关

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完整知识体系, 那么心理学就

应该在不同社会科学之间扮演一个联通与整合的

角色。Rand 和 Nowak (2013)注意到, 目前的主流

演化模型倾向于将个体简化为不具备动机的行动

者(agent), 这无疑会削弱我们对相关现象的理解, 
因为个体在行动时往往具有多种多样甚至相互冲

突的动机(Svensson, 2020), 因此, 如何从心理学

角度评估不同动机对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

解利他性惩罚。对动机的忽视也导致了这一术语

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不清并阻碍了学者

间的有效交流：如 Fehr 和 Gächter (2002)更多地

在结果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 即利他性惩罚从结

果的角度来说有利于社会规范的维系以及合作水

平的提升, 而 Rodrigues 等(2020)则侧重在动机层

面使用利他一词, 即利他意味着个体必须在主观

上持有提升他人福祉的意图。而从动机角度出发, 
“利他性惩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利他的”是目前

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Pedersen et al., 2018)。为了

更好地理解利他性惩罚, 我们需要更深入考察其

背后的动机。 
Elster (2006)区分了两种利他行为模式：第一

种模式中, 个体是否做出利他行为主要取决于他

人如何行动, 而在第二种模式中, 则更多地取决

于自身行为是否会被他人观察到。单次匿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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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利他性惩罚似乎更接近第一种模式, 即惩罚

主要取决于违规行为是否发生, 而惩罚本身是否

能被他人观察到并不重要。此时, 利他性惩罚主

要由针对违规者的愤怒等情绪所驱动 , 以成本−
收益为特征的策略性考虑(strategic consideration)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重要, 而个体的决策机制被编

码在直觉神经过程中, 因此它常常是自发的并易

受情感因素的影响(Camerer et al., 2005)。相反, 在
多次或/和非匿名博弈中, Elster (2006)所定义的第

二种模式似乎发挥了更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 
惩罚动机往往具有功利含义, 如威慑潜在的违规

者(McCullough et al., 2013)、避免负面的道德评价

(Gardner, 2019)、展现自身的优良特质 (Jordan, 
Hoffman et al., 2016)或提升自己的声誉(Jordan & 
Rand, 2020)等。 

Rodrigues 等(2020)指出, 利他行为背后往往

存在多种动机, 对上述文献的简单回顾在一定程

度上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研究表明, 利他性惩罚

的动机并不是单一的, 换言之, 它们可能由一系

列相互制约的因素构成, 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系

统。这就需要我们从既有的动机理论出发进一步

梳理和分析利他性惩罚背后的动机及其影响因

素。这一方面有助于厘清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 , 
从而方便不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也可

为利他性惩罚的研究提供一个从个体心理层面出

发的近因视角(proximate perspective), 即引导个

体在特定情境下做出利他性惩罚的心理机制, 从
而为现有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远因视角做一个有

益补充。同时, 从实践角度来说, 探明利他性惩罚

背后的动机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有

效地激励人们采取利他性惩罚, 从而促进社会规

范的维系与合作水平的提升。 

2  理论框架 

享乐主义原则(hedonic principle)长期以来在

动机领域占有主导地位, 该原则强调了个体在决

策时趋乐避苦的动机 (姚琦 , 乐国安 , 2009)。
Higgins (1997)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调节焦点理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进一步将个体的动机系

统分为促进焦点 (promotion focus)和预防焦点

(prevention focus)：促进焦点和个体趋近积极目标

状态以及实现增长与进步有关; 而预防焦点则旨

在规避消极状态和维护安全(Higgins, 1997; Whitson 

et al., 2019; Winterheld & Simpson, 2016)。研究者

发现不同的调节焦点对个体的行为策略具有显著

不同的影响(Crowe & Higgins, 1997)。就利他性惩

罚而言 , 其动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调节 
焦点理论来解释, 例如, 促进焦点占据主导地位

时 , 利他性惩罚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公平(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 或 积 极 的 声 誉 (Jordan & 
Rand, 2020); 而当预防焦点更为突出时, 个体的

利他性惩罚则主要为了避免损失(Pedersen et al., 
2018)。 

另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动机理论是由 Deci
和 Ryan (1985) 所 提 出 的 自 我 决 定 理 论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该理论区分了两种类型的

动机：自主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和受控动

机(controlled motivation)。自主动机的个体主要出

于自己的主观意愿或信念而行动; 相反, 受控动

机指的是个体出于外部压力(如报酬或群体规则)
而实施某行为的动机。后续研究表明, 自主−受控

动机体系表现在广泛的行为模式中并具有高度的

跨文化一致性(Deci et al., 2017; Roth et al., 2007)。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不同于简单的内外动机二分

法 , 自主−受控动机系统体现了动机通过自我调

节从外部转向内部的动态连续过程(胡小勇, 郭永

玉, 2009)。这种连续体的观点意味着自主−受控这

两类动机并非截然可分, 而是往往以不同比例交

织在一起, 正如我们在利他性惩罚动机中所观察

到的一样。 
基于上述两个理论, 本文将利他性惩罚的动

机划分为以下 4 类：1)自主−促进：追求公平; 2)
自主−预防：减少负性情绪; 3)受控−促进：追求名

誉; 4)受控−预防：避免损失。图 1 展示了 4 种类

型的惩罚动机在两个维度上的分布。此外, 本文

还进一步梳理了在个体惩罚决策过程中影响上述

4 类动机的不同因素, 如社会距离(Baumgartner et 
al., 2012)、社会地位(van Prooijen & Lam, 2007)和
惩罚成本(殷西乐 等, 2019)等。需要指出的是, 上
述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方便论述, 而在现实中

不同类别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分界点。 

3  自主动机 

3.1  促进焦点及其影响因素 
Falk 等(2005)指出, 针对违规者的利他性惩

罚是一种非策略性惩罚(non-strategic sa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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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利他性惩罚的动机分布 
 

主要由公平原则驱动, 因为在实验中外在奖惩条

件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改变惩罚者的行为模式, 这
意味着个体实施利他性惩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维护自身的某种内在信念, 而非追求外在酬报。

这种观点同样反映在了有关公正世界信念理论

(belief in a just world)的研究中(Lerner, 1965)。该

理论认为人们需要相信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公平

的, 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

了积极维护该信念, 个体愿意付出一定代价来惩

罚破坏公正世界的违规者(Strelan et al., 2017)。因

而, 这类惩罚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行为

的自主−促进焦点。此外, 分配结果的不公平程度

会显著影响被试的惩罚行为。具体而言, 分配结

果越不公平 , 做出惩罚行为的被试比例就越高

(Fehr & Schmidt, 1999)。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同样

说明了这一点：前脑岛对不公平程度较为敏感 , 
随着不公平程度的增加, 该脑区的激活程度也随

之增强, 而前脑岛激活程度越高的个体实施惩罚

的概率也越大(Tabibnia et al., 2008)。特别能说明

问题的是, 无论不公平是指向自己还是他人 , 左
侧前脑岛都十分敏感 (Corradi-Dell’Acqua et al., 
2013)。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具有维护

公平规范的内在动机, 而且当违规行为偏离公平

规范的程度越高 , 人们的惩罚动机也就越强烈

(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正如陈思静等

(2015)指出 , 利他性惩罚本身即是一个社会规范

(social norm)激活的结果, 而分配结果的不公程度

能影响公平规范的激活水平, 从而影响个体的惩

罚行为。这意味着利他性惩罚与维护公平规范之

间的确存在着紧密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 利他性惩罚中对公平的追求

受到个体和情境因素的影响。Fehr 和 Schmidt 
(1999)注意到面对不公现象 , 个体在接受程度方

面存在差异。此外, Cui 等(2019)也注意到, 面对不

同公平程度的分配方案时, 高利他个体和低利他

个体在晚期正成分(LPC)上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

通常来说, 越是注重公平的个体, 在面对不公平

现象时就越容易实施利他性惩罚(Johnson et al., 
2009)。陈思静和马剑虹(2011)的研究也得出了相

似结论：社会责任感高的个体在面对不公平现象

时对违规者实施了更多的惩罚。 
就情境因素而言, 利他性惩罚中的公平动机

受到损失/收益框架的影响。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相较于不公平的收益分配方案, 个体更倾向于拒

绝不公平的损失分配方案, 这表明个体在损失框

架下对公平的感知程度更高(Zhou & Wu, 2011)。
此外 ,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同样值得我们关

注, 它反映了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或亲近度, 是影

响个体惩罚决策的重要因素 (Guo et al., 2019; 
Vekaria et al., 2017)。徐杰等(2017)的研究表明, 社
会距离可能通过调节个体的公平感知来影响其行

为决策, 当看到社会距离较近的个体遭遇不公平

待遇时 , 第三方更加倾向于对违规者做出惩罚 ; 
此外, 在攻击范式下, 目睹陌生人受到侮辱的第

三方尽管感到愤怒, 但惩罚行为显著少于被侮辱

者是亲友的情况(Pedersen et al., 2018)。总体而言, 
人们倾向于向群体内部的受害者提供更多的补偿, 
并且对来自群体外部的违规者施加更多的惩罚

(Guala & Filippin, 2017)。 
3.2  预防焦点及其影响因素 

和自主−促进焦点不同, 自主−预防焦点意味

着个体在进行利他性惩罚时主要是为了规避某种

消极的内在状态。研究者发现, 当个体自己遭遇

或目睹他人遭遇不公对待时, 就会产生一系列负

性情绪, 如愤怒(anger) (Jordan, McAuliffe et al., 
2016)、内疚(guilt) (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
或烦躁(upset) (Dimitroff et al., 2020)。这些情绪可

以较好地正向预测个体进行利他性惩罚的概率。

Harlé 和 Sanfey (2007)的研究显示, 如果实验者在

博弈前通过影片唤起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他们更

有可能惩罚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而唤起正性情绪

的被试, 其行为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 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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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可能通过惩罚违规者来疏泄自己的负性情

绪。此外, Jordan, McAuliffe 等(2016)发现, 负性情

绪是驱使第三方维护社会规范的重要动机。对于

上述结果, van Doorn 等(2014)的一个解释是愤怒

等负性情绪是对不公平行为的反应, 它引发了个

体恢复公平的冲动。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进

行利他性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或消除负

性情绪。事实上, Xiao 和 Houser (2005)的研究证

实了这一点, 他们发现, 如果被试在进行惩罚决

策前其负性情绪得到了表达, 那么惩罚概率就会

显著降低。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吴燕和罗跃嘉(2011)注意到 , 当人们看到违规

行为未受到惩罚时会产生心理不适, 而这种不适

会随着惩罚的实施而降低。这也从侧面验证了 Hu
等(2016)的结论：利他行为有助于个体获得正性情

绪。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为了论述方便, 我们将利

他性惩罚的自主动机划分成了促进和预防两种焦点, 
但在实际生活中, 这两种焦点更可能是一体两面：

目睹社会规范遭到破坏引发个体产生了恢复公平的

冲动和愤怒等负性情绪, 而利他性惩罚则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个体的上述冲动并平息了负性情绪。 
和惩罚行为的自主−促进焦点一样 , 预防焦

点同样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关于旁观者效应

(bystander effect)的研究表明, 他人的存在会影响

个体的情绪启动(Voelpel et al., 2008), 减弱个体

责任感(Feng et al., 2016), 进而抑制亲社会行为

(Panchanathan et al., 2013)。Nelissen 和 Zeelenberg 
(2009)证实了这种效应 , 他们将被试分为有旁观

者和无旁观者两组, 结果发现旁观者的存在显著

降低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而利他性惩罚也随之减

少。此外, 个体的负性情绪还会受到认知控制资

源(cognitive control recourse)的影响。认知控制在

解决个体的自利冲动与维护社会规范的冲突之间

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彦捷 等, 2019; Müller- 
Leinß et al., 2018)。然而, 认知控制依赖于有限的

认知控制资源, 而认知控制资源在决策过程中会

被逐渐消耗(Inzlicht & Schmeichel, 2012), 这会使

个体难以控制由不公平现象引发的负性情绪, 从
而实施更多的利他性惩罚(Halali et al., 2014)。 

4  受控动机 

4.1  促进焦点及其影响因素 
自主动机从促进和预防两方面强调了惩罚者

对公平的偏好：利他性惩罚一方面是为了积极维

护社会规范(促进),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消除因社

会规范被破坏而产生的负性情绪(预防)。然而, 基
于偏好公平的自主动机无法完全解释利他性惩罚

的产生, 比如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在实施利他性惩

罚时对惩罚成本和收益很敏感(陈世平, 薄欣, 2016; 
陈思静 等, 2020)。这意味着对外部利益的追求, 
即受控动机, 同样在利他性惩罚中发挥着作用。 

受控动机意味着个体是出于外部目标而做出

某种行为。在利他性惩罚中, 受控动机的一个重

要表现是个体对声誉(reputation)的追求。高成本

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认为, 由于利他

性惩罚很难为惩罚者带来直接利益, 同时这种行

为通常有利于其他群体成员, 因此, 利他性惩罚

本质上相当于展示了自身的某种优良特质, 如注

重公平和慷慨(Nelissen, 2008)、值得信赖(Jordan, 
Hoffman et al., 2016)或愿意为他人付出(Jordan & 
Rand, 2017)等, 从而有利于惩罚者建立良好声誉, 
并提高其在未来人际互动中获得他人帮助的概率。 

从上述角度出发,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当人们

无法通过其他亲社会行为向外界展现自己的优良

特质时 , 就会对他人的违规行为做出更多的惩

罚。Jordan 和 Rand (2020)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

谢东杰和苏彦捷(2019)进一步注意到 , 如果旁观

者可以直接推断出个人的合作意图, 那么非惩罚

性合作者往往比惩罚性合作者更受青睐; 但在某

些特定情境下, 惩罚可能是传达维护社会规范意

愿的唯一途径, 那么个体就更愿意惩罚违规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 利他性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

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并由受控动机驱动的策略性行

为, 即当惩罚行为对个体带来的补偿超过了成本

时个体就倾向于实施惩罚。 
社会地位, 即个体在他人眼中所唤起的尊崇

(Torelli et al., 2019), 会显著影响惩罚动机。人们

对高社会地位个体进行道德评价时往往具有“结
果放大器效应”, 即认为他们的违规行为应当遭

到更加严厉的惩罚(Fragale et al., 2009)。在利他性

惩罚中, 低社会地位个体面对高社会地位的违规

者时, 往往会通过做出更多的惩罚来体现自己的

道德优越感(van Prooijen & Lam, 2007), 从而帮助

其建立积极的声誉; 对高社会地位个体而言, 尽
管 Blue 等(2016)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表明, 在面

对不公平分配方案时, 他们往往倾向于实施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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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惩罚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私行为, 他们则

倾向于不实施惩罚(Vincent, 2017), 这很有可能是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 
此外, 在公开场合或个体发觉自己正在被他

人观察时, 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行为 , 以
此为自己带来良好的声誉(Bereczkei et al., 2010)。
即便是一些隐晦的社会线索(例如一张眼睛的图

片)也会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Xin et al., 
2016)。因此,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当惩罚并非匿名

时, 它会具有更高的信号价值, 个体也会倾向于

做出更多的惩罚。然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旁观

者的存在对个体的惩罚行为似乎产生了两种相互

对抗的作用：Nelissen 和 Zeelenberg (2009)的实验

显示, 旁观者降低了被试的惩罚频率, 因为旁观

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 
而 Xin 等(2016)则指出, 旁观者有利于个体做出

亲社会行为, 因为这有助于建立良好声誉。上述

矛盾清楚地表明惩罚动机并非一个单维度概念

(uni-dimensional construct), 而是一个由若干相互

制约的因素所构成的体系, 同一外部条件可能会

对不同因素产生相反的作用, 这也正是本文对动

机进行二维度划分的重要原因。 
4.2  预防焦点及其影响因素 

Nelissen (2008)强调了利他性惩罚的动机包

含趋利和避害两个面向。受控−促进焦点凸显了惩

罚动机的趋利面向; 与此相反, 受控−预防焦点则

更多地强调了对潜在损失的规避。Gardner (2019)
指出, 对违规行为熟视无睹有可能被其他群体成

员解读为一种缺乏正义感的消极信号, 因此, 惩
罚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自身声誉受

损。此外, Schein 和 Gray (2018)也注意到, 群体成

员在遵守规范的同时还会相互监督, 并通过道德

判断来评估观察对象的声誉, 而个体为了避免被

判断为道德品质不良, 会尽量做出群体规范所鼓

励的行为。因此, 当维护公平成为群体中的规范

时, 个体就倾向于对破坏公平的行为施加惩罚。

另一方面, 利他性惩罚的预防焦点也可能是为了

威慑潜在违规者(McCullough et al., 2013)。威慑理

论(deterrence theory)认为 , 在小规模群体中 , 一
个侵犯他人利益的人, 将来也有可能侵犯你的利

益(Krasnow et al., 2016),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利他性惩罚的受控−预防焦点的演化背景 , 即早

期人类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规模较小的社群中

(Boyd & Richerson, 2006)。尽管大规模的人际互

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 , 但大失配假说 (big 
mistake hypothesis)认为, 人类祖先早期在小群体

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心理特质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发

挥作用(Rossano, 2018)。当个体推断他们可能受到

来自违规者的侵犯时 , 就更加倾向于实施惩罚

(Delton & Krasnow, 2017), 因为不惩罚可能被解

读为害怕或者顺从, 从而增加了在未来遭遇不公

对待的几率(Krasnow et al., 2016)。 
群体内偏好(in-group favoritism)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利他性惩罚的受控−预防焦点。Delton 和

Krasnow (2017)的研究显示 , 当违规者是外群体

成员而受害者是内群体成员时, 个体实施利他性

惩罚的比例显著偏高。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外群

体成员对内群体成员的侵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被视为群体间斗争, 因此, 个体可能会由此推测

某个内群体成员遭遇的不公对待有可能推广到包

括自身在内的所有成员身上。为了避免其他成员

(包括自己)遭受同样的侵犯, 个体倾向于惩罚外

群体违规者, 以此进行威慑。另一方面, 来自神经

科学的研究表明 , 惩罚的受控−预防动机还可能

受到外部压力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由于前额叶区

域 对 惩 罚 是 否 可 以 阻 止 未 来 伤 害 很 敏 感

(Buckholtz et al., 2008), 而压力等环境因素会扰

乱前额叶的功能(Robbins & Amsten, 2009), 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体的惩罚模式。 

5  惩罚成本对惩罚动机的影响 

图 2 总结了利他性惩罚的动机分布及其各自

的影响因素, 从中可以看出, 尽管利他动机在很

大程度上驱动了利他性惩罚, 但同样不应忽视以

收益为目的的自利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惩
罚成本必然会对惩罚动机产生影响。事实上, 已
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推测, 如陈世平

和薄欣(2016)的实验表明, 随着惩罚成本的上升, 
个体实施利他性惩罚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 此外 , 
Aharoni 等(2019)的研究进一步显示, 在成本信息

并不是那么明确时, 在做出惩罚决策时人们往往

较少考虑成本, 但当成本信息变得明确时, 惩罚

成本的提高显著抑制了惩罚数量; 陈思静等(2020)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个体不仅对成本数量敏感, 对
惩罚成本的形式也敏感：在控制成本数量的情况

下, 报复形式的成本比支付形式更易降低惩罚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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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这可能是因为个体赋予不同的成本形式以不

同的主观价值。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证实了上

述观点。研究者发现, 个体往往会在惩罚带来的

收益与惩罚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一般来说, 腹内

侧前额皮层(vmPFC)和内侧前额皮层(mPFC)对高

成本的惩罚具有更高的激活程度(Feng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17), 而殷西乐等(2019)发现, 第三

方在零成本任务和有成本任务下的惩罚差异在不

同 tDCS 设置之间显著不同, 这同样说明了惩罚

成本在惩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图 2  利他性惩罚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布 

 
遗憾的是, 目前有关惩罚成本的研究通常局

限在行为层面上, 即相当数量的研究证实了利他

性惩罚具有普通商品的属性, 换言之, 高成本抑

制了人们“购买”惩罚的数量。然而, 心理学视角

的缺乏导致我们难以进一步理解成本与行为背

后动机之间的关系, 例如, 惩罚成本的上升影响

了所有的动机还是仅仅一部分动机？又如, 惩罚

成本对不同动机的影响是否是同方向的？举例

来说 , 高成本的惩罚可能会增强受控−促进焦点

(追求声誉), 因为按照高成本信号理论 , 高昂的

惩罚成本会加强惩罚行为的信号传达作用, 但对

其他类型的动机而言, 似乎不大可能存在类似作

用。因此, 除了行为角度以外, 从动机角度出发

研究惩罚成本的影响应该能极大提高对利他性

惩罚的认识。 

6  总结与展望 

Sylwester 等(2013)指出, 研究者经常在不同

层面上使用“利他性惩罚”一词, 这导致这一术语

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含糊不清。从结果层面

而言, 大量研究表明, 利他性惩罚总体上可以有

效促进个体间的合作以及社会规范的维系, 尽管

也有学者指出利他性惩罚发挥上述作用需满足一

定条件(陈思静, 朱玥, 2020), 如惩罚必须与相应

的社会规范相结合(Bicchieri et al., 2018; Fehr & 
Williams, 2018)或惩罚成本必须较为低廉(Shreedhar 
et al., 2018)等。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利他性

惩罚确实是一种利他行为, 即个体通过牺牲自身

利益而维护了群体规范。但从动机层面上来说 , 
尽管无法排除他涉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
在利他性惩罚中的作用, 然而将利他性惩罚看作

全然由非策略性动机驱动似乎并不妥当。本文对

利他性惩罚动机的梳理表明, 以功利考虑为特征

的策略性动机在利他性惩罚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尤其当惩罚动机表现出受控特征时 , 个体

往往通过实施惩罚来为自己建立积极的声誉或避

免潜在的损失。因此, 从动机角度来讲, 利他性惩

罚似乎并不全然利他, 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自

利动机驱动的。此外, 对惩罚成本的讨论也在一

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观点：如果利他性惩罚纯粹

由利他动机驱动, 那么惩罚成本在惩罚决策中似

乎不应扮演重要角色, 但目前的研究结论却表明, 
惩罚者对成本的数量和形式都十分敏感。因此 , 
在未来研究中, 如何更加准确定义利他性惩罚从

而促进不同背景学者之间的交流值得我们进一步

探讨。 
其次, 本文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与弱

互惠(weak reciprocity)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

解释个体在单次匿名博弈下的利他性惩罚, 学者

提出了强互惠理论, 即由于遗传变异, 某些个体

具有惩罚违规者的先天倾向 (Carpenter et al., 
2009)。弱互惠理论家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由于利

他性惩罚的成本由惩罚者承担, 但随之而来的收

益却由群体共享, 因此强互惠个体必然会成为搭

便车对象 , 从而降低了其在演化中的生存概率

(Dreber et al., 2008)。尽管强弱互惠之争尚无定论, 
但双方的共同点在于均从远因角度来解决这一争

议, 即利他性惩罚的演化背景, 而极少考虑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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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面对具体情境时的心理机制。本文对惩罚动

机的分析表明, 尽管我们无法排除强互惠个体的

存在,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做出利他性惩罚的个

体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追求外在酬报(如声誉), 
而非因为具有惩罚违规行为的先天倾向。有意思

的是, 以 Fehr 为代表的学者往往认为单次匿名博

弈的设置基本排除了声誉机制对利他性惩罚的影

响(Fehr & Gächter, 2002), 但 Jordan 和 Rand (2020)
认为即便在单次匿名博弈中声誉动机仍在发挥作

用：由于匿名并非真实生活中的常态(Dreber et al., 
2008), 同时人们又经常依靠启发式来解决日常生

活问题(Tversky & Kahneman, 1974), 这导致人们

即使在人为的单次匿名实验设定中, 仍然认为自

己的行为会影响自己的声誉。综上所述, 从个体

心理层面来探讨强弱互惠之争应当能为我们带来

新的启发。 
第三, 尽管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惩罚的动

机体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穷尽了利他性惩

罚背后所有的动机, 有理由相信随着对利他性惩

罚研究的不断深入, 必定有更多的惩罚动机进入

研究者的视野, 如 Gross 等(2016)初步探讨了权

力获取和利他性惩罚的关系。考虑到权力在人类

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并且奖惩行为有助于个体获

取权力(van Dijk et al., 2020),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 
和建立积极声誉相似, 权力获取同样能在一定程

度上驱动利他性惩罚, 即属于受控−促进焦点。此

外 , 谢晓非等(2017)所提出的利他行为的双路径

模型(dual path model)暗示, 利他性惩罚的自主−
促进焦点可能不仅仅意味着积极追求公平, 还意

味着个体主动通过实施利他性惩罚来提高自身

的身心适应度。最后, 对动机的梳理和分类仅仅

是研究惩罚动机的第一步, 更为重要的是需进一

步探讨不同惩罚动机之间的关系。我们建议未来

研究者关注以下问题：1)在驱动利他性惩罚时 , 
各个动机是独立发挥作用还是互相影响？2)如果

不同动机间存在交互, 那么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

互增强还是相互抵消？3)如果不同动机在驱动惩

罚行为时存在竞争性, 那么在给定情境下, 哪种

动机会成为焦点以及通过何种机制？目前, 上述

重要问题仍缺乏学界的足够关注, 我们相信对上

述问题的探索无疑会极大地推进对利他性惩罚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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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e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CHEN Sijing, YANG Shash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altruistic punishment is proposed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norms. The motives for punishing altruistically, however, are not entirely altruistic from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he pursuit of a good reputation, the 
aversion of potential losses, or the elimin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also drive, to varying degrees,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addition, the sensitivity to the amount and form of sanction costs also shows that strategic 
motivations based on the cost-benefit principl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riving altruistic punishment.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tiv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altruistic punishment, punishment motive, fairness principle, reputation, punishmen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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